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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
“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

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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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相对封闭的东亚区域环境中，中国拥有

无可匹敌的物质力量和强势的儒家文化，自视为文

明中心，极重夷夏之防。历代推衍的结果，形成了

中国对异邦的宗藩观念，使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

起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及由此而来的封贡制

度，成为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基本制度。至晚清以

前，中央朝廷一直没有设外交衙门，因为中国从来

就不在外交的级别上承认其他国家，而只是在藩务

和商务的基础上对待他国。藩务由礼部执掌，因为

它们本质上反映一种礼仪关系，体现出天朝上国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外交观念。这种缺少世界

意识的自我中心论外交观及由此而来的外交制度，

到了近代强权外交时期，现代外交登场，就显得自

我蔽锢，反应迟缓，远不能应付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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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总是伴随着问题而产生的，它的活力在于

能否应对现实的挑战。面对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

局”的时代挑战，“故夫通商传教，觅地殖民，以神其

争之术；覃精格致，迸力船械，以券其争之具；沟通

君民，机宜和战，固结党会，磨砺任侠，以策其争之

群。争一也，而争之途万，争之学万。万其途，一其

心；万其学，一其旨。故能以争权者争种，争种者争

国，争国者争天。”［１］时人基于现实的国际形势，已

领悟到时局的嬗变，而设法寻求新的外交方略。

“在此酝酿过程中，一部分就固有学说中找根据，进

一步加上现代的诠释和命义，一部分则纯由西方外

交规制中采摭新的理论，直接向国人介绍。”［２］至晚

清时期，中国的外交观念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本

文旨在通过对晚清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湘

报》，来透视、梳理其中的变化轨迹。

　　一　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在华传教活动往往与其

殖民主义战争密切相关，国人对传教士在境内传教

极为反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法、

俄等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传教士可在

中国自由传教”虽明文载入条约，受到中国政府保

护，但因对西方文化的隔膜与殖民压迫的愤恨，屡

造教案，列强往往以此为由，发动侵略战争，令中国

政府陷入外交困局。１８９７年，德国借口两名德国传

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夺取青

岛炮台。而湖南亦在地方士绅周汉的带领下，到处

散发揭帖、传单，号召人们反教、抗教，“而于外国之

人，素不习见，故常有聚观喧嚷，甚至有肆口骂詈，

抛掷瓦石之事”，引发外交纠纷。［３］认为列强“见中

国一意讲和，无词可执，意在挑衅，藉为兵端，甚望

我伤害彼一人，即可肆其恫喝要挟之计，”［４］给中国

带来割地赔款，乃至亡国灭种之危险。湘报意识

到，中国惟有遵守条约，求得和平，才能赢来生机。

“今日时局而论，莫如保护外教，免生衅端，昌明己

教，以保族类，波兰之灭，令人寒心，其所以首在保

护外教，欲延中国岁月，四万万众庶几日开其智，或

者免其分割，亦未可知。”［５］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政

府，一方面对周汉等人进行劝诫、训斥乃至关押；另

一方面，借助《湘报》等大众传媒，传播新的对外观

念。这样，中国采取何种外交观念以应对西方，成

为《湘报》反复讨论、辨析的基本主题。

１．西方通商、传教于我有益无害。就通商言，

《湘报》认为“相与通商，固天理之自然，古今之公

义”，极言与西方通商之利：“天假手于西国，以通商

而成，此万国交通之盛，是不啻为四万万人增广其

生业也。”［６］自传教言，谭嗣同认为时人动辄诋毁西

人无伦常的观点是错误的：“夫无伦常，安得有国使

无伦常，而犹能至今日之治平强盛，则治国者又何

必要伦常乎？”［７］易鼐认为，耶稣之道，“遇事有以

自主，随时有以自兴”，故欧美皆成强国。中国之孔

教，当“改革其差缪，弥补其缺憾”，如此孔教方能大

行于天下，此为“通教以绵教”的强国之法。［８］皮锡

瑞总此二端，言传教与通商对中国有益无害：“今与

西人交涉，为通商传教两事，我能讲求商务，开通利

源，彼即通商，不能夺我中国之利；我能讲明义理，

尊信孔教，彼即传教，不能惑我中国之人。”［４］日本

自明治维新后，富国强兵，蕞尔岛国，于甲午一战而

成亚洲强国，极为中国士绅所欣羡，其开放外交政

策亦成为学习的对象。“日本自伊藤侯明于公法，

愿与西人通商传教之利权，列入公法之国，故如英

美诸国都认为友邦，于是日本列为头等

之国。”［９］

２．与西人交涉，当守公法。通商、传教既与我

有益无害，中国则当放弃自我中心观念，持开放的

外交政策，打开国门，与西方交涉。交涉之中，难免

有纷争，当谨守国际法则与惯例。“疆场之事，一彼

一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公理绳之。两人

相争，不得谓己是，人尽不是；两国相争，不得谓中

国是，外国尽不是。中国人憾中国为外夷欺侮，外

夷憾中国人无信义，反谓中国欺侮。”［４］因此，惟有

遵守国际法，方能维持和平。“公法者，世界上人数

相维相系之大经大法，亦即前后古人心中相亲相爱

之公性情。”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西人将此家规、国

法充而大之，成为维持国际和平的基本框架：“由此

国推及彼国，由一方推及全球。孔之所谓大同，耶

之所谓天国，皆赖此为之起点也。”［９］

遵守国际法，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对手，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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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才能维护国家利

益与民族尊严。易鼐认为，中国若加入万国公会，

谨遵国际公法，“各国之要求我而无厌者，可据公法

以拒之；我之要求各国而不允者，可据公法以争之；

向之受欺于各国，损我利权者，并可据公法以易

之。”［８］公法成为维护中国权益的有力工具。

唐才常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

人讲求国际公法，遵守和约，“将以收自主之权，振

尸居之气，上体素王改制、悲悯救世之苦衷，下规日

本锐意更约、顶踵不辞之热力，则生死肉骨，未必不

基于此。”国际公法遂成为“由小康至大同之法

界”、“由有争至无争之公理”、“平万国权力者之根

原”，是中国抗衡列强，保国保种保教之至法。［１］

３．守信、和戎是中国文化之传统。“儒学作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和’哲学对封建王朝

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以

‘崇和’为基本理念的外交思想，体现了儒家‘和’

哲学在其中的核心价值地位。”［１０］当此观念鼎革之

际，《湘报》同人为使新的观念便于传播与接受，对

传统进行深度挖掘，为新的外交观念寻找历史依

据，指出孔子之《春秋》，即体现了现在国际公法的

基本原则。“吾谓春秋为公法之时也，自汉以来，诸

儒略讲明春秋大义，而未阐及微言，故未能尽服泰

西各国之心。今太平之事业已萌芽，将来环球钦佩

我春秋之公法，事在意中。”故“春秋公法律例高明

于泰西公法律例”。［１１］唐才常亦认为公法出于《春

秋》，“要其微言宏旨，如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以礼

义判夷夏，以天统君，以元统天，与远近大小若一诸

大端，则所以纳万世于大同之准的，与天地相终始。

彼西国布衣有能不戾吾素王改制之心者，乃全球之

公理，而世界日进文明之朕兆。”［１］国人遵守约法不

但没有向帝国主义投降，损害天朝权威，反而是继

承、发扬了儒家文化之真精神。皮锡瑞说：“‘子曰：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又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是圣人

待夷狄蛮貊亦必用恭敬忠信，若少见多怪，忽睹见

异言异服，即加侮辱，甚至殴詈，与圣人之言恭敬忠

信大背，岂义理文明之国所为。”［４］国人如果不守信

遵约，违反了孔教传统，就会被西方列强视为半开

化之国、野蛮之国，受到侮辱和欺凌。

４．遵约和夷的前提是要了解外情，熟悉公法，

培养人才。外交人才专门化是近代外交的重要内

容，对此，《湘报》撰文对传统科举体制进行了激烈

批评，呼吁改革教育内容和考试制度，培养熟悉公

法，了解西方情况的外交人才，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当时主管湖南教育的徐仁铸极力推动改革，“值此

时事多艰，交涉日棘，亟需通权达变、折冲御武之

才，”［１２］地方士绅亦热心参与，《湘报》则发布政府

公文，刊载学校章程，极力呼吁。如刊载的《沅州府

知府连培基扩修沅水校经堂禀稿》中指出，以国际

公法入掌故之学，虽以本国律例为主，但宜兼知各

国条约，方能在外交中折冲樽俎，维护本国利益；学

习西方地理、语言尤为急务，“大地九万里，环球五

大洲，疆域沿革，山川险要，物产土宜”，非专门学习

无以成其才。语言则如译学，“既关交涉，尤为通知

四国之故所造端。”［１２］皮锡瑞指出：“今时事日棘，

学者宜考求中外形势、风俗、政事，通晓各国文字语

言与公法交涉之学，此在圣门为言语科，不得以为

西学而斥之也”。［１３］毕永年、唐才常等，为改变时人

“以万国公法为机钤诡谲、设阱陷兽、张网罗鸿之秘

策”的成见，召集同道，建立公法学会，专讲公法之

学，研究约章公法、关税和外交掌故，“期于古今中

外政法之蕃变，和战之机宜，条例约章之?列，与中

国所以不齿公法之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以期改

变人们的外交观念，培养外交人才。［１］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

下’成为‘国家’的过程”。［１４］“守约和夷”与传统

“和戎”外交观的最大区别，一是放弃了“天下中心

观”，树立了平等观念，意识到中外关系不再是宗藩

模式下的尊卑关系，中国必须按照以近代主权国家

为中心的近代外交体制来处理对外关系。守约也

不再是传统的羁縻怀柔政策，而是国家应尽的责任

与义务。二是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兼用、恩威并施的

手法，确认外交以和平为目的。［１５］平等被视之为对

外交往之公理，“天之义，从公；地之质，从通；人之

性，从同。一人孤生不成其为人，一国孤据不成其

为国，一州孤立不成其为地球，一筋一血一丝一络

不成其为身，故一教不成其为世界。”［１６］皮锡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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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明白此理，特编《醒世歌》，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解释道：“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

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西洋英俄德法

美，欧洲各国争雄强。纵然种族有不同，何必骂他

是鬼子。况且东洋日本人，同居亚东势更亲。相貌

与我无异处，若说为鬼犹不伦。佛法书中说平等，

人人不必分流品。又有墨子说兼爱，利人竟不妨摩

顶。圣贤一视本同仁，不论秦楚吴越人。”［１７］只有

把自己视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才会切实地履行

条约责任，得到真正的和平。

　　二　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日深。“图绘瓜

分，瀛寰大震”，面临此种形势，《湘报》同人认为，

中国国力弱小，在确认守法和夷的睦邻外交政策的

同时，必须在了解中外大势的基础上，与外国结盟，

以抗衡列强之侵略，避免如波斯、波兰等亡国之覆

辙。因此，中国之外交，当慎择友邦，以维持国际

均势。

《湘报》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认为沙俄与中国

有广袤的边界线，在中国之势力日益扩张，构成严

重的威胁，是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

沙俄对波兰的三次领土瓜分，更是令国人持高度戒

备之心理。“夫俄之为国，非他国比也，其灭波兰

也，极残酷，或问其何以如是，俄人曰，惟杀得多则

服得久，可见俄之历代政策如此，若以此道施之中

国，中国其无噍类矣。”故“今日之势，日可以忍，德

又可以忍，惟俄不可忍。”［１８］而英国之侵略中国，主

要是为了求得商业利益，没有领土野心，故“商战之

祸，孰如兵战之祸”，“印度之惨，孰如波兰之

惨”；［１９］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其时已成为中国维

新运动的效法典范，且甲午之后，日本为了抗衡沙

俄在东北之影响，主张与中国修好，对维新派亦较

为友善，希望维新成功后能建立一个亲日政府。因

此，联英日以抗沙俄成为《湘报》同人一致的对外政

策。“联英日为今日延国之上策，明知联英不无流

弊，而择祸莫如轻，与其为波兰之屠割，不如为印度

之钳制也。”［２０］唐才常特撰文《论中国宜与英日联

盟》，力主与英日联盟以抗俄，“今日人既愿联盟我，

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

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１９］在《恭拟密筹大计

吁恳代奏折》中，唐才常再申此义：“夫两利相形取

其重，两害相形取其轻。联俄则眉睫火燃，即见危

亡于旦夕；联日以联英，则皮肤癣害，犹可疗救于将

来。孰重孰轻，孰生孰死，不待烦言决矣。”［２１］要求

朝廷制订联英日以抗俄的方针以指导中国的外交

事务，以免除各国引发战争，避免中国被瓜分的

趋势。

中国作为弱国，试图忘却与英日之间的民族仇

恨与传统上的天朝上国之虚荣，希望借助与强国的

结盟来维持国际均势，以缓和紧张局面，避免惨遭

瓜分的厄运。前期“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具有很

大随意性，而《湘报》所提出的“联夷抗夷”的外交

政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慎择邦交，具有了很强的

指向性与明确性，显示了中国对外交往中主权观念

的觉醒。但均势主义为国际强权政治的产物，在维

持此均势中，弱小国家势必受到更多的限制和牺

牲。纵然列强之间有矛盾的一面，但在侵略中国问

题上更多的是利益相关与相互勾结。均势平衡的

和平局面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缺少实力支撑的“联

夷抗夷”策略，面对列强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与军

事侵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实无多少有力的

手段与斡旋的余地，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抗夷”、

“制夷”，而是被“夷”所“制”。

　　三　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

《湘报》强调要“守法和夷”、“联夷制夷”，但这

种和平外交并非消极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自古中国之于外国，不讳言和，惟不可专于求和，

不求自强”，［４］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使国人完全服

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个丛林法则，封闭保守

的“天朝”观念不能抵挡殖民者的蜂拥而入。在

《湘报》对国际局势的讨论分析中，土耳其、印度、暹

罗、安南、缅甸等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历史成为挥之

不去的梦魇，警醒中国应努力向俄国的彼得大帝、

日本的睦仁天皇学习，变法自强，增强国力，唯此中

国方能在世界“丛林”中体面地生存下去，而不至成

为强者的“猎物”。“南洋之矮奴，非美洲之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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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其种甚贱，沦为奴隶，固无论矣。曰波斯，曰印

度，曰埃及，悉亚当之裔族，恳辟与中国等，国不可

谓不旧，种不可谓不贵，而受役无异黑奴着，诚可为

之寒心也。是国无论旧新，强则旧而新；种无论贵

贱，强则贱而贵。”［８］中国的和戎外交是与变法自强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衣裳局变，而兵战起焉；兵车

局变，而舌战起焉。今中外联属之局一变矣，海族

勃兴，学群战起。大势五千年，大地九万里，群与群

战，人与天战，公私交战，人物交战。”［２２］４９７实力成

为国家生存与对外交往的基础。中国通过变法自

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国力则是外交的坚

实后盾。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湘报》的“守法

和夷”也获得了新的意义：中国只有采取“守法和

夷”的外交政策，方能为中国的自强变法营造和平

的国际环境，皮锡瑞将之视为“字小事大”的外交政

策。“惟仁者能以大字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

“所谓字小事大，并非一意求和，其中作用，先求自

固，再求自强”。皮氏检点历史，春秋时的息国，逆

天而行，不自量力地挑战强国，最终导致亡国。反

之，“汤事葛而后卒伐葛，文王事昆夷，而后鎘昆夷，

勾践事吴而终灭吴，太王事獯鬻其后文王亦服獯

鬻，是孟子所说仁者智者，非但仁智而已，皆有大勇

在内”；“今德国威廉第三，亦得此意。”在遭法国灭

国之后，能忍辱负重，在毕士麻克（即俾斯麦）和毛

奇的辅佐下，终成欧洲强国。［４］这些历史案例为湘

报同人的守法和夷外交策略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

论证，中国当以此为效法典范，改革图强，增强国

力，赢得最终胜利。简言之，通过维新变法以增强

国力是《湘报》的基本主题。

１．国家硬实力———“商战”。中国当效法西

方，振兴实业，广泛采纳现代科学技术，开办铁路、

轮船、采矿等现代工业，建立现代国防。“商者，国

家之元气，课税所从出，百姓之?库，日用所取资”，

故“西人以通商为富强之本务”，“商战足以兴邦，

今泰西以商立国，越重洋数万里，冒风涛不测之险，

争利蛟龙之窟，国势蒸蒸，纵横海上。”中国富强之

道，要多开通商口岸，广辟利源，与西方进行商贸活

动：“虽然有缓急二办法，在急办则广公司也，兴制

造也，人之所共知也；缓办则设商务学堂也，开商务

会也，讲均利均势之法，求赴机应变之方。”［２３］因

此，通商是中国自强的重要内容：通商“在我能自

强，无为人弱而已。自强则通商利，不通商反不利；

不自强则不通商害，通商亦害。”［６］这种增强国家实

力以在对外交往中谋求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观念，

反映《湘报》同人“逐步抛弃‘华尊夷卑’的传统观

念，开始向西方学习，力图通过兴办洋务、发展本国

经济同西方展开国力层面上的竞争，”［２４］意识到了

国家实力才是外交的真正基础。

２．国家软实力———“学战”。在增强国家实力

以与西方进行竞争的过程中，《湘报》认为“大凡有

学问之人必能制伏无学问之人，而无学问之人自然

不能不受制于有学问之人，此世界之公理也。”［７］意

识到了文化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必须

提高本国文化的竞争力，以与西方进行“学战”，以

“昌明吾种教，固结吾民心，而成真豪杰之国”。

“至夫学，至夫战，至夫会，不予以戈矛，不授以甲

胄，不务壮士之所行，不聒舞蹈之所习，津津欣欣，

张口鼓舌；坚坚冰冰，致敬尽礼。曰志在新学、强学

焉尔；曰善战于不战，善不战于战焉尔；曰其所恃，

惟在博通西学者，往往揭出兵战商战不如学战之

旨，而所为勤勤恳恳，尸我种教之自存于群与群战、

人与天战、公私交战、人物交战焉尔。”［２２］国家实力

的竞争，归结到最后是文化的竞争，只有文化昌明

之国家与民族，才能立足于世界，与列强一争短长。

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湘报》所主张的自强之道，

是固守中国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信心。“自开辟

以来，地球之上，惟孔子之教至为广大中正，此外各

国皆有偏驳不纯之处”；［２５］孔教不亡，中国当有以

弱变强之机。在此基础上，“通教以绵教”，借鉴、吸

收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以

造成新的文化形态，树立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这才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经过与西方列强５０余年的战争，国人领略了

西方炮舰的威力，也深刻意识到了中国为了在未来

世界中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下去，必须改变既往的

外交观念，寻求一条与各国和平竞争的道路。这虽

然艰难，但毕竟已经起步。“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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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

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的

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２６］

简言之，弭兵主义才是外交的正确宗旨，而“和戎”

则是中国历史传之久远的外交原则。《湘报》所坚

持的“守约和夷”、“联夷抗夷”与“自强制夷”的外

交观念，既有西方外交思想的灌入，更有古老传统

思想的继承。现代外交思想被纳入到传统儒学的

框架中进行表达，是传统外交观念向现代外交观念

转变的有机环节。他们看到了大众传媒的作用，借

助《湘报》这个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试图以

此来影响政府和社会。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

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

现代邦交思想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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